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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公平与再分配问题进行了研

究。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研究了在不同成本与效率条件下，针对不同的税前收入决定

方法，中国被试的自利偏好与公平偏好对个体再分配行为的影响。实验研究发现：除了自利

偏好，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个体的公

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有显著影响；在个体再分配偏好中，公平偏好满足需求法则，并且与效

率损失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最后，再分配行为受到决策者的角色与社会特征的影响。本

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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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差距的

不断拉大。国家统计局调查研究发现，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的0．491，其后几

年有所回落，可是，2012年依然高达0．474。这已经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收入差距“警戒

线”。已有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会引发各类严重后果(胡联合、胡鞍钢、徐绍刚，2005；陈

春良、易君健，2009；吴一平、芮萌，2011)。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自然的

推论：随着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拉大，人们对收入再分配的呼声也随之增加。可是，人们为什

么需要再分配?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的再分配偏好?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搭建宏微观之间的

联系、为宏观规律寻找微观基础提供一个较好的突破口，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收入再分配政策

提供依据。

人们为什么需要再分配?我们认为，基于决策偏好的视角，已有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是基于经济理性偏好的自利论；二是基于社会偏好的公平分配论。自利论的观点认为，人

们支持再分配是因为它对自己是有利可图的(Meltzer—Richard，1981；Benabou and Ok，

2001)。一方面，社会上的低收入者可通过“劫富济贫”来增加收人；另一方面，在不确定环境

下，再分配可以规避风险，实现期望收益最大化。而公平分配论认为决策者具有社会偏好，

人们之所以支持再分配是因为它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再分配偏

好?该问题与人们在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基于人们公平感决定因素的

角度，有关公平分配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结果平等的公平观；二是基于过程或

机会的公平观。前者认为，人们具有不平等厌恶偏好，只要分配结果不平等，人们就有再分

配需求，以此提高结果的平等性或增加决策者效用(Fehr and Schmidt，1999)。不过，后者认

为，产生特定收入结果的因素可区分为人们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可承担责任的因素(比如：努

力水平、技能等等)和人们所无法直接控制的也无须担当责任的因素(运气、出生、种族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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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身份等等)(Dworkin，1981a，b；Roemer。2002)。

基于这两类要素进行公平判断，假如产生不平等结

果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个体可承担责任的因素，那么

结果的不平等就是公平的，而由个人可控制因素造

成的结果不平等就是公平的(李骏、吴晓刚，2012；

Cappelena and Eicheleb et a1．，2014)。除此之外，公

平分配论还认为，人们对收人公平的需求还取决于

获取“公平”所需付出的成本大小影响(Carpenter，

2007；Anderson and Putterman，2006)，同时，也面临

着公平与效率之问的权衡取舍(Andreoni and Mill．

el"，2002；Engelmann and Strobel，2004)。

学者们在上述公平分配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文

献中主要研究的是初始分配问题(Cherry，Frykblom

and Shogren，2002；Cappelen，Hole，Sorensen and Tun—

godden，2007；Cappelen，Konow，Sorensen and Tun—

godden，2013；Carlsson，He，H．and Martinsson，2013；

陈叶烽等，2011)，很少研究公平偏好对再分配决策

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尽管已有一些学者

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再分配决策的影响因素

(Krawczyk，2010：Roth and Wohlfart，2016；Kuziemko

et a1．，2015；Hong Hao et a1．，2015)。可是，目前这些

有关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的实验研究存在着两个

问题。第一，这些研究一般在给定一种决策者类型

的前提下对再分配偏好影响因素进行实验研究，很

少会同时研究多种决策者类型的再分配决策。本文

拟从多种类型决策者的公平偏好视角对再分配决策

进行实验研究。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计划者、“无知

之幕”条件下的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等不同决策者

类型在面对上文所述的公平分配影响因素时的再分

配决策是存在差异的。第二，这些文献中的被试基

本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很少来自处于发展转型中

的中国。Alesina和Fuchs—Schtindeln(2007)的研究

发现，经历过社会主义的东德人民比西德人民更偏

好再分配。对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1949

年后经历了国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

革开放等独特历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年轻一代的再分配偏好会是怎么样的呢?在

Durante、Putterman和Joel van der(2014)、Farina等

(2015)的实验框架下．本文揭示了中国被试的再分

配偏好，并且力图与西方国家被试的再分配偏好进

行简要比较，除此之外，我们采用Kohler(2003)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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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运用实验数据估计中国

被试的再分配效用函数。

本文其余内容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相关文

献与理论假设。这个部分我们主要分析4个方面文

献：收入的获取方式、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公平与

效率、成本之问的权衡与再分配决策；不同决策者类

型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独特社会制度历史背景

与再分配行为。基于这些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了本文

的4个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实验设计

与实验内容。第四部分，按照实验的3个部分，分别

进行了实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

二、相关文献与理论假设

在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将人们的行为选择抽

象为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理性化的结果。因此，他

们认为人们支持再分配的动机在于经济自利。经

济自利包括现期的经济收益和预期的经济收益。

从现期经济自利动机来看，在Romer(1975)静态模

型的基础上，Mehzer和Richard(1981)提出了再分

配理论范式。该理论认为，个体支持或反对再分配

的决策取决于再分配政策带来的净经济收益。Cor．

neo和Grtiner(2002)称之为“经济人效应”。从预期

经济自利动机来看，学者们研究了流动性预期与未

来经济收益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Benabou和Ok

(2001)的POUM假说对该影响做出了解释。该假

说认为，预期将来收入增加将降低当期的再分配倾

向，这解释了穷人也有可能不支持高税率的再分配

政策。因为他们期望自己后代的经济地位上升，如

果税率过高，到时自己及后代也会受到伤害。Rav—

aIlion和Lokshin(2000)、徐建斌(2015)的研究验证

了POUM假设。Varian(1980)把风险因素引入到经

济自利模型，研究发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会影

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尤其是风险规避者，再分配

可以给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提供缓冲，使他们在最坏

的条件下也能保障生活。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社会调查数据，Fong

(2001)研究了人们对再分配的支持程度。他们发

现，经济自利动机可以部分解释人们的再分配偏

好，但并不是全部。杨晓兰和周业安(2013)的实验

研究显示：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强烈依赖于其所处的

收入等级，呈现明显的自利动机。不过，在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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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研究中还发现：再分配偏好受到人们有关税

前不平等收入公平性认知的影响。比如：Piketty

(1995)，Fong(2001)，Alesina和Angeletos(2005)，

Krawczy(2010)认为再分配或者收入转移之所以存

在是因为人们觉得税前收人是不公平的。

1．收入的获取方式、公平偏好与再分配决策

实证研究的这些发现意味着：人们的再分配决

策不仅仅受到经济自利偏好的影响，而且受到个体

微观层面的公平偏好的影响。在收入分配的实验

研究中，基于结果平等的公平观认为，人们具有不

平等厌恶偏好(Fehr and Schmidt，1999)。可是，在

收入分配实验中，Cappelen等(2007)研究发现仅有

43．5％的被试属于该类型，在再分配实验中，Hao

Hong等(2015)研究发现仅有19．4％的中国被试属

于该类型。基于修改后的独裁者博弈，Fershtman、

Gneezy和List(2012)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被试甚至

表现出对基于结果公平的厌恶。Adams(1965)的公

平理论认为人们所比较的是每个人的投入产出比，

而不是简单的比较结果是否相同。Dworkin(1981a，

b)和Konow(1996，2000)把产生特定结果的因素区

分为人们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可承担责任的因素(比

如：努力水平、技能等等)和人们所无法直接控制的

也无须担当责任的因素(运气、出生、种族或各类身

份等等)。假如产生不平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来自

个体可控制且可承担责任的因素，那么结果的不平

等就是公平的；相反，如果产生不平等结果的因素

主要是来自个体无法控制且无法承担责任的因素，

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在独裁者博弈

实验中，一些实验研究发现，相对于禀赋为个体无

可控制的“意外之财”(windfall money)，禀赋为个体

可控制的“挣得收入”(earned money)时被试分配给

接收者的份额更少(Cherry et a1．，2002：Cherry and

Shogren，2008；Oxoby and Spraggon，2008)。Carls—

son、He、H．和Martinsson(2013)在实验室实验与自

然现场实验两种方法下，研究发现，独裁者在禀赋

为“意外之财”时捐献的都更多。在自然现场实验

中，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研究发现，“自得”的初

始禀赋(意外之财)能够显著提高被试捐出禀赋的

比例。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Clark(2002)并没有发

现禀赋为“挣得收入”对于“搭便车”者比例的显著

影响。Harrison(2007)在Clark(2002)实验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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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分析发现禀赋为“意外之财”对于被试分配行为

有显著影响。可是，Cherry等(2005)的研究却发现

“意外之财”并不影响被试的分配决策。Kroll等

(2007)在异质性禀赋公共品实验中的研究结论却

于Cherry等(2005)相反。Cappelen等(2014)利用血

氧水平核磁共震成像技术验证了“挣得收入”不平

等的公平性具有脑神经基础。虽然这些研究在结

论上具有不一致性，不过，总体上，上述研究表明收

入的获取方式会影响被试的公平偏好与分配决策。

虽然这些文献已经从决定收入获取方式的角

度研究了收入分配决策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普遍关

注的是初次分配问题而不是再分配决策问题。另

外，这些文献中分配决策者的角色大多数是利益相

关者，研究其他类型决策者的公平分配偏好比较

少，比如：社会计划者或中立旁观者，“无知之幕”条

件下的决策者。在为数不多的实验研究中，Cappel．

en、Konow、Sorensen和Tungodden(2013)与本文研究

比较接近，不过，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从“事前”公平

与“事后”公平角度研究“中立旁观者”与“利益相关

者”的再分配偏好。本文拟从不同决策者角色的视

角针对不同初次收入获取方式提出如下再分配行

为决策假设。

假设1：人们的再分配行为决策与初次收入的

获取方式有关。相对于由人们可控制的因素(努力

或能力)所带来的“挣得收人”不平等，面对人们不

可控制的因素(运气或身份)所造成的初次分配结

果不平等，人们具有更强的再分配偏好。

2．公平与效率、成本之间的权衡与再分配行为

决策

根据Okun(1975)“漏篮”的思想实验，再分配的

政策会对劳动激励产生影响，会给人们创造财富提

供负向激励，影响资本形成和投资，从而造成一定

的“漏出”或“效率损失”。因此，在人们的再分配动

机中应该包含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在

收入分配实验文献中，有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

取舍问题已经得到大量的研究(Charness and

Rabin，2002；Enge|mann and Strobel，2004：Schild—

berg-H0risch，2010；Fehr，Naef，Schmidt，2006)。这

些研究发现，已有的分配偏好文献过度夸大了Fehr

和Schmidt(1999)公平偏好理论对于被试分配决策

的解释，事实上，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或效率，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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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试愿意牺牲自己的收人来提高其他人的收入，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愿意通过牺牲公平来提高效

率。不过，这些文献研究的是收人分配问题，而不

是再分配决策问题。在研究公平与效率对于再分

配决策影响方面，与本文比较接近的一篇文献是

Hao Hong等(2015)。在实验中，Hao Hong等(2015)

采用修改后的收入分配博弈，研究社会计划者在面

对公平与效率之间权衡取舍时的再分配决策问题，

并且基于决策数据，以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来估

计被试个体的社会福利函数。他们发现，面对公平

与效率之间权衡取舍时，具有社会计划者角色的被

试在再分配偏好方面具有异质性，其中，除了19．4％

的被试具有强公平偏好与4．6％的被试具有强效率

偏好之外，大多数被试具有比较温和的效率偏好

(53．7％)。不过，在实验设计方面，本文与Hao Hong

等(2015)存在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对于再分配效

率损失的处理上不同。在Hao Hong等(2015)文中，

通过外生给定不同的“公平的价格”(两位被试把分

配所得转化为收入的能力比)来体现再分配负向激

励所造成的不同效率损失程度，而本文没有考虑被

试之间的能力差异，为了简化，我们直接给定两个

效率损失水平。第二，Hao Hong等(2015)一文仅分

析作为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偏好，而本文比较了不

同角色或情景中决策者的再分配偏好。

在实施再分配政策(征收税负和转移支付)时

要支付相当大的行政成本。据估计，美国的穷人每

接到1美元的转移支付，社会将为此付出3美元以

上(Browning and Johnson，1984)；根据霍洛维茨等

人估计，美国的转移支付边际成本为4．46美元；英

国为7．76美元(Horowitz，1993)。假如我们把分配

决策中的“公平”理解为一种“商品”，那么人们对于

“公平”的偏好是否会满足需求法则呢?也就是说，

再分配的成本提高是否会降低人们对于再分配动

机中的“公平”需求?在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实验

中，Carpenter(2007)研究了惩罚行为的需求价格弹

性。实验研究发现：随着惩罚成本的上升，被试对

“搭便车”者所实施的惩罚水平开始下降；当被试需

要付出4个实验币才能减少“搭便车”者1个实验币

时，被试几乎放弃了为实现公平而实施的惩罚行

为。这意味着，当购买“公平”的价格提高时，人们

将降低对于“公平”的需求。在Anderson和P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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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2006)实验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虽然

这些文献验证了获得公平需要付出成本，可是，它

们研究的都不是“公平”价格对于再分配决策的影

响。在Hao Hong等(2015)实验中涉及再分配中的

“公平的价格”，不过，这个“公平的价格”体现的是

效率损失维度的成本，而不是实施再分配过程中的

成本，比如，政府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产生的成

本。而本文在实验中通过外生给定不同成本水平

来体现该类再分配所引发的成本。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2。

假设2：人们的再分配偏好与再分配所带来的

效率损失负相关，并且随着再分配成本的提高而

下降。

3．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公平偏好与再分配行为

在现有的收入分配实验研究文献中，根据决策

者的分配决策是否涉及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决

策者分为两种类型(Hao Hong et al，2015)：利益无

关者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被试所选择的收

入分配行为不仅影响其他人的收入，同时也直接影

响自己的收入，而利益无关者被试所选择的收入分

配行为仅影响其他人的收人，对自己的收人没有影

响。从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讲，利益相关型

决策者(Fehr and Schmidt，1999；Cappelen，Sorensen

and Tungodden，2007)的公平偏好难以避免自利偏

见，它的“公正性”、“中立性”与“无偏见性”值得质

疑。为了克服这种公平偏见，现有的文献分别采用

两种方法进行处理：第一种方法依然是利益相关型

决策者，不过，研究者把决策者置于“无知之幕”背

后，人们在决定进行资源或财富分配时，所有人都

不知道自己或别人将会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可

以诱发人们中立(impartial)的社会公平偏好。目

前，已经有一些实验研究检验了“无知之幕”之后的

决策者收入分配决策(Frohlich et a1．，1987；丁建锋，

2010；Schildberg—HOrisch，2010)。第二种方法是采

用利益无关型决策者，在文献中，这类决策者又被

称为“中立旁观者”(Cappelen，Konow，Sorensen and

Tungodden，2013；Charness and Rabin，2002；Engel—

mann and Strobel，2004；Konow，2009)，或者社会计

划者(Traub et a1．，2009；Amiel，Cowell and Gaertner，

2009；Hao Hong et al，2015)。由于人们在现实中难

以观察到利益无关型社会计划者的分配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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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一般采用问卷调查与实验研究方法。在

问卷调查研究中，研究者一般要求被试针对特定社

会情景中的不同收入分配方案进行排序或者选择

(Amie et a1．，2009，Bosmans and Schokkaea，2004，

Faravelli，2007)。在实验研究中，作为无利益相关

的社会计划者，被试需要为其他被试选择收入分配

方案(Engelmann and Strobel，2004；Traub et a1．，

2005，Traub et a1．，2009，丁建峰，2010；Hno Hong et

a1．，2015)。

上述有关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公平偏好研究文

献研究的基本上是收入分配决策问题，很少研究

再分配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实验研究中，Cappel．

en、Konow、Sorensen和Tungodden(2013)，Traub等

(2009)检验了利益相关者与中立旁观者(社会计划

者)在分配偏好方面的差异，丁建峰(2010)检验了

中国被试作为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条件下决

策者的分配偏好差异。目前，很少文献在研究决策

者分配偏好时比较上述3种决策者类型在分配偏好

上的差异。本文尝试在该方面做出一些研究。除

此之外，基于“无知之幕”之后的利益相关公平偏好

研究忽视了决策者风险态度与期望收益对于收入

分配决策的影响。在实验设计中，本文在模拟了

“无知之幕”实验情景的同时诱发了被试的信念与

风险态度，这使得我们在数据分析时可以通过剥离

期望收益对于再分配决策的影响，从而可以得到更

“干净”公平偏好在再分配决策中的体现。在不平

等厌恶偏好方面，Traub等(2009)研究发现，无利益

相关的社会计划者通常要比具有利益相关的社会

计划者弱，前者更可能表现出随机的偏好。而

Amiel、Cowell和Gaertner(2009)研究发现，当德国与

英国的被试把自己想象为无利益相关的社会计划

者时，相对于把自己想象为具有利益相关的社会计

划者，前者更具不平等厌恶倾向，可是，对于以色列

的被试来说，结论却是相反的。基于这些不同决策

者角色下的收入分配研究文献，我们提出本文有关

不同决策者角色下的再分配行为决策假设。

假设3：决策者的不同角色(利益相关者、社会

计划者与“无知之幕”)在再分配行为决策中会表现

出差异性。

4．独特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与再分配行为

最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文献研究显示，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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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与制度背景会影响被试的决策偏好。比

如：Chen和Yang(2015)通过对经历过大饥荒(1958-

1961年)而幸存下来的公民进行调查发现，这种大灾

难的经历影响着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以及他们的政治

态度。Nunn和Wantchekon(201 1)研究发现非洲奴

隶贸易对于社会信任感的重要影响。在有关再分配

偏好的研究方面，Alesina和Fuchs—Sehtindeln(2007)

在外生性的经济制度条件下，研究了共产主义对东

西德合并后人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他们研究发

现，相对于西德人民，东德人民更加偏好于再分配。

Giuliano和Spilimbergo(2014)研究发现，经历经济大

萧条的公民表现更加期待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在

一项调查实验研究中，Chen、Wang和Yang(2016)先

向调查者凸显特定的再分配历史事件，然后要求他

们进行再分配决策。他们发现，通过提供土改期

(1947～1953年)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期

(1953～1956年)的相关资料来凸显特定的再分配历

史事件，为后辈们提供了心理框架，并影响他们的再

分配偏好。而Nunn(2012)对历史经历对于文化规

范和政治信念的形成进行了一个综述性分析。这些

研究充分说明了，公民或被试所处社会文化制度背

景、所经历特定历史事件会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偏好

以及其他观念。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国有

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独特历

程，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决策

偏好会是怎么样的呢?Elaine、Meng和Wang(2014)

采用启动技术激活儒家思想与身份，研究发现，相对

于中国台湾被试，儒家文化在中国台湾与内地的不

同境遇造成内地被试的行为更加偏离儒家思想与价

值观，内地被试比中国台湾被试更加偏爱风险、更具

现状偏差与更弱的损失厌恶、更缺乏可信任性。

Cameron、Erkal、Gangadharan和Meng(2013)有关中

国“小皇帝”的行为经济实验研究发现：相对于计划

生育实施前的孩子，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独生子女信

任别人与值得信任的水平更低、更缺乏竞争性与更

规避风险。一些国内学者研究了户籍与信任水平的

关系(汪汇、陈钊、陆铭，2009)。不过，目前研究中国

被试再分配偏好的文献并不多。在实验中，Durante、

Putterman和Joel(2014)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被试的

再分配偏好。可是，在相同实验条件下，在经历了国

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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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的中国被试是否会表现出不同的公平偏好

与再分配决策呢?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理论假

设4。

假设4：独特社会制度(比如：户籍、计划生育政

策)与历史经历会影响中国被试的再分配行为

偏好。

三、实验设计

本实验所需要开展的12个实验局(session)、6

个实验设置(treatment)全部在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

计算机实验室进行。每个实验设置开展两个实验

局，每个实验局持续时间为2个小时。每个实验局

的被试由21位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本科生或MBA

组成，每位被试只参加其中一个实验局，其中10个

实验局以210位本科生为被试，另外2个实验局由

42位MBA学员为被试，共计招收了252位被试。

在每个实验局中，当学生进入实验室时将抽取

一个ID号码(1到21的数字)，在21台联网的计算

机中进行对号入座，然后，在计算机上输入ID号码

与被试在高中期间生活的省份或地区。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被试之间不能进行语言沟通，在被试通

过计算机屏幕阅读实验指导语时，实验员同时大声

宣读实验指导语。为了保证被试完全理解实验情

境，他们只有在正确回答控制性问题后才可以开始

实验决策。我们告诉被试，在实验中，每位被试的

收入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10元钱的出场费；

第二部分取决于被试在实验中的决策结果；第三部

分是在测试被试风险偏好时的收入。实验结束后，

我们把每位被试的实验所得放在标有ID号码的信

封中，进行现场发放，其中，被试的平均收入为48

元，最高收入为216元。

本文的实验设计参考了Durante、Putterman和

Joel(2014)，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

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实验设计中3个部

分的顺序是固定的，因此，他们的实验无法排除顺

序效应，而本文12个实验局中有6个实验局是先进

行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实验，再进行“无知之幕”背后

的再分配，而另外6个实验局正相反，先进行“无知

之幕”背后的再分配实验，再进行社会计划者再分

配。第二，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实验中

的被试全部是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本科生，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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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本文实验中除了本科

生外，还安排了42位MBA。第三，Durante、Putter．

man和Joel(2014)实验中决定被试税前收入的4种

方法分别是：随机、出生地、俄罗斯方块游戏和测

试，由于很多同学玩过俄罗斯方块游戏，因此，本文

的实验设计中把该游戏改为黄金矿工游戏。

在实验中，被试要先后进行两个实验。在每个

实验，被试所要做的决策都是针对4种不同方法所

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别选择一个用于再分配的税率，

即，每位被试共做12个决策。每个实验局的两个实

验主要区别在于被试的身份不同：在实验1中，被试

的身份是社会计划者；实验2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是“无知之幕”背后的利益相关者而第二部分

是确定税前收入的利益相关者。实验1与实验2的

第一部分的共同点在于，被试做税率选择时并不知

道自己由4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而它们

的区别在于，在实验1中被试所做的税率选择影响

的是其他20位被试的税后收入，除了税收成本外，

该税率并不影响被试自己的税后收入，而实验2第

一部分被试的税率选择直接影响自己的税后收

入。相对于实验2第一部分的被试，实验2第二部

分被试是在知道自己由4种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

前提下做出直接影响自己税后收入的税率选择。

在实验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实验员将通过抛硬币的

方法决定是实验第1还是实验2决定本次实验的收

入，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决定哪种方法决定本次实验

的税前收入。假如实验2被抽为决定本次实验的收

入，我们规定由实验2第二部分的税率选择决定税

后收入。最后，被试还将填

写有关背景特征方面的

问卷。

现在我们开始描述实

验的具体任务。在2l位学

生输入ID号码与在高中期

间生活的省份或地区后，计

算机屏幕上显现表1。表1

左列中的数字是根据北京

大学中国家庭面板研究数

据所得到的2010年中国个

人平均税前收入，第一个值

表示全国5％最低收人群体

表1中国人均收入

与实验收入

排名 人均收入 实验收入
20 313 0 4l

19 888 1．15

18 1497 1．95

17 2098 2，73

16 2895 3．76

15 3571 4．64

14 4684 6．09

13 5360 6．97

12 6456 8．4

il 7870 10．23

10 9648 12．55

9 10033 13．05

8 11825 15．38

7 13702 17．82

6 1598l 20．78

5 19314 25 12

4 21408 27．84

3 27574 35．86

2 34777 45．22

1 768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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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税前收入，最下面的值表示全国5％最高收

人群体的平均税前收入，依此类推。左列中每个收

入除以最高收入得到右列中相应的收入。我们告

诉每位被试，他们将可能获得从0．41元到100元之

间的某个实验收入(表1右列)，并且该收入将成为

他们的税前收入。这意味着，在实验中，参与者所

得到的实验收入与中国个人收入分布是相对应

的。可是，谁将得到更多的收入?谁将得到相对少

的收入呢?

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取决于4种因素或

方法：运气、家庭或身份背景、努力工作或辛勤的付

出、能力水平。前面两种方法是个体不可选择与控

制的，我们把由这两种方法决定的收人称为运气收

入；而后面两种决定收入的方法是个体可以控制的，

我们把由这两种方法决定的收人称为挣得收入。为

了模拟现实中获取收入的方法，在实验中，我们安排

了4种决定税前收入的方法。(1)随机法，计算机将

把从1到20的数字随机分配给被试，分配到数字1

的被试将得到最高税前收入，依次类推。该随机分

配过程是绝对随机的，它与被试的位置、登陆先后以

及其他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2)“你来自什么地

方”，我们根据被试登陆时所输入的在高中期间生活

的省份或地区来确定“你来自什么地方”。计算机将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来确定被试所在的省份或地区的

平均收入，来自最高平均收人地方的被试将获得最

高的税前收入，依次类推。若出现相同平均收入，那

么由计算机随机确定税前收入。(3)测试法，实验要

求学生在15分钟完成20道涵盖科学、文学、技术、历

史、艺术等等多个领域的选择题，答对最多的被试将

得到最高的税前收入，答对最少的被试将得到最少

的税前收入，依次类推，并列的将由计算机随机决

定。(4)黄金矿工游戏法，在计算机上，每位被试先进

行两分钟的游戏以熟悉游戏，然后，进行5分钟游戏

以计算被试在游戏中的得分。根据被试在游戏中得

分的高低，我们将确定被试的税前收入水平。由于

有些被试以前可能玩过该游戏，出于公平考虑，我们

请专业人员对游戏程序与规则进行了改动。在我们

解释完被试获取税前收入的4种方法后，我们向被

试说明，在完成实验说明与决策后，我们将采用掷骰

子的方式来决定具体哪种方式被采用。因此，被试

在做税率选择时每种决定税前收入的方法是等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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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表1的税前收入分布可知，无论是采用哪种

方法决定收入，被试问的税前收入分布都显得很不

平等。在实验中，我们告诉被试可以针对4种不同

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选择一定的比例进行收税，

然后，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因此，被

试的收入会因为税率与转移分配而发生变化。在整

个实验局中，除了问卷部分，我们安排了两个实验(3

次税率选择)。在每次税率，被试都要针对4种不同

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人分别选择相应的税率，在实

验临近结束时，我们通过抛硬币的方法决定是实验1

还是实验2决定本次实验的收入。

为了在实验中研究被试的再分配公平偏好，我

们引人了两个实验变量：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

Andreoni和Miller(2002，2008)在独裁者博弈研究中

发现：给定禀赋条件下，增加实施公平行为的成本

会降低独裁者的公平分配行为。为了体现这个思

想，我们在实验中安排了税收成本参数c，它表示每

增加10％的税率，“决定者”要承担税收成本c元。

在实验中，我们设置了3个成本参数值：c=0、c=l、c=

2。比如：若“决定者”选择了80％的税率，在f=1

时，他要承担8元成本，而在c=2实验条件下，他要

承担的成本是16元。通过设置税收成本参数，我们

希望研究“决定者”的再分配公平偏好是否受到实

施公平行为成本的影响。另外，我们在实验中安排

了两个税收的效率损失参数：e=0与e=25％。它表

示每增加10％的税率，从20位被试那里收取的总税

收就会损失e。通过这个设计来刻画奥肯漏洞思

想，以研究“决定者”的再分配公平偏好与效率损失

之间的权衡。根据这两个参数，我们安排了6个实

验设置(treatment)，在实验中，每个实验设置安排了

两个实验局。

被试决策选择的最简单方法是：(a)每个被试

选择税前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收税，这个比例从0

到100％以10％为单位进行递增；(b)所收到的总税

收将重新平分给每个被试(注：重新分配与参与者

所交的税收多少没有关系)。例如：被试可以对通

表2实验设置与实验局

＼拭收成本
效率翕趴 c=0 c=1 c=2

eoco e∞l eoc2
e=0

实验局8、9 实验局1、2 实验局5、12

P25c0 e25c1 e25c2
e=25％

实验局3、4 实验局6、7 实验局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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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测试所获得的税前收入征0％的税率，对由随机

决定的税前收入征10％或者60％的税率，等等。若

征收0税率的税就意味着维持所有被试的税前收人

分布，即一部分被试获取高收入，而另一部分被试

获取低收入；随着税率的增加，被试的税后收人分

布就越平等，若征收100％的税率，那么所有被试的

税后收入就变得完全一样了。在实验中，我们告诉

被试，在实验局I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随机

的方法抽出一位被试的ID，被抽中的被试就成为本

实验局的“决定者”。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成为本

实验局中真正被实施的税率，该税率影响本实验局

的税后收入分布。可见，在影响收入再分配的税率

决定方面，我们规定由随机选出的“独裁者”决定，

而不是由所有的被试进行中位数投票决定。这样

设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中位数投票博弈需要考

虑策略性因素，而本实验的“独裁者”博弈不需要考

虑策略性因素；第二，在实验临近结束时随机确定

“决定者”，这意味着，每位被试成为“决定者”是等

概率的，因此，在选择税率时，他们都把自己看成

“决定者”或“独裁者”，而“独裁者”的税率选择恰恰

反映的是他们的再分配公平偏好，由此，我们可以

获得被试的公平偏好数据。

为1r在实验中刻画“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偏

好，在实验1中，我们规定“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

仅影响其他20位被试的税后收入，而“决定者”的收

入并不取决于由4种方法(随机法、“你来自什么地

方”、黄金矿工游戏法、测试法)所决定税前收入，也

不受“决定者”自己所选择的税率调节。根据不同

的实验条件，“决定者”的收人为x。一c(10xt)，其中，

在e=0条件下，XD按照等概率从(36，37，38)中随机

产生一个收入，在e=25％条件下，茗。按照等概率从

(27，29，31)中随机产生一个收入，t表示税率，取

值为0、10％⋯⋯100％。可见，“决定者”所选择的

税率对“决定者”收入的影响仅体现在税收成本

上。不过，“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决定了其他20

位被试的税后收入Y。=(1一f)五+m—e)杀∑乃。其
中，(1-t)置表示从被试i的税前收入蕾按照税率t

征收后留下的部分，t(1一e)赤∑乃表示所征得的所
有税收在20位参与者之间平分。在税率成本c=0

实验条件下，由于“决定者”所选择的税率仅仅影响

其他20位被试的税后收人分布，因此，我们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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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公平偏好。在保持每个

实验局中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参数不变的前提下，

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实验设置中被试税率选择的组

间比较，可以获得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对于作为

“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决策的影响。

当被试正确回答了5道控制性问题后，每位被

试将按照如上规定，针对4种决定方法所决定的税

前收入分别选择税率。完成实验1后，电脑屏幕开

始显现实验2第一部分的指导语。与实验1一样，

表1右列中的每个收入水平代表对应着每个被试的

税前收入。每个被试针对由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

前收人选择相应的税率，并且在每个实验局中税收

成本与效率损失参数也与实验1保持一致。我们采

用随机方法，从21位参与者的ID中选出一位被试，

该被试成为“决定者”，他针对由不同方法所产生的

税前收入而选择的税率t将决定其他20位被试的税

后收入。如上文所述，这个随机产生“决定者”的过

程仅发生在实验临近结束的时候，因此，被试在做

税率决策时可以把自己看成“决定者”，另外，在实

验期间以及实验结束后，“决定者”的身份都不会对

其他被试公布。被试也不会被告知自己是否为“决

定者”。实验2第一部分与实验l之间只有一个地

方不同：如果被试在实验2第一部分被确定为“决定

者”，那么该被试在实验中的税后收入计算方法与

其他被试一样。在实验2第一部分中，“决定者”的

收入是表1中的某个数值，该数值对应于具体方法

(比如：测试、黄金矿工游戏、随机或“你来自什么地

方”)。在实验第二部分的其他20位被试中将随机

选出一位被试，该被试的收入从(36，37，38)或(27，

29，31)中随机抽出一个数决定，它不受“决定者”所

选择的税率t影响。其他19位被试的税后收入计算

方法与实验第一部分一致。不过，“决定者”的税后

收人为Yi一(1一t)wi+t(1一P)赤∑弓一cOO×f)，其中
c(10×t)表示“决定者”在选择税率t时所要承担的

成本。由于被试在选择税率前并不知道自己的确

切排名，他们对税前收入的排名估计会影响到他们

的税率选择。因此，在被试针对4种方法所决定的

税前收入分别选择税率前，被试首先需要填写相关

的问卷，分别估计当由“你来自什么地方”、黄金矿

工游戏、测试等方法决定税前收入时，自己在收入

分布表中的排名以及对自己的排名是否很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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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被试在实验第二部分的税率选择情境恰恰拟

合了“无知之幕”(John Rawls，1971)条件下的公平

正义选择情境。另外，由于在实验2第一部分，“决

定者”针对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人所选择的税

率不仅影响自己相应方法决定下的税后收入，而且

自己还要承担税率成本，因此，相对于实验1的“社

会计划者”，该部分研究的是税收成本与效率损失

对于处在“无知之幕”情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再分

配公平偏好的影响。

在正确回答了6道控制性问题后，被试进行“无

知之幕”情境下的4个不同税率选择决策。当被试

完成税率选择后，他们将要求在15分钟内完成20

道选择题，而程序后台将根据被试答对的题目数进

行决定税前收入的排名。测试结束后，被试计算机

屏幕上会显示黄金矿工游戏的游戏规则，同时启动

两分钟练习与试玩游戏阶段，之后被试要在计算机

上进行5分钟的游戏以决定收入的排名。在完成了

测试与游戏后，由实验人员通过抛硬币的方法确定

是实验1还是实验2所选择的税率决定税后收入，

若硬币出现正面，则由实验1所选税率决定收入，若

出现反面，则由实验2所选税率决定收入。不过，根

据实验的需要，我们暂时没有宣布抛硬币的结果。

这之后，计算机屏幕显示每位被试在黄金矿工游

戏、测试、“你来自什么地方”、随机等4种方法下的

排名。当每位被试知道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排名后，

实验人员告诉被试，若抽到由实验2决定最后收入，

那么根据排名他们可以决定是否修改自己的4个税

率选择。若不修改，那么我们根据实验2的第一部

分的税率选择计算税后收入，若修改了税率，那么

我们根据修改后的税率计算税后收入。当被试提

交了第三次税率后，我们将通过掷两枚骰子来决定

税前收入的方法：如果两枚骰子都是奇数，则采用

随机方法；如果两枚骰子都是偶数，则采用“你来自

什么地方”方法；如果第一枚骰子是奇数，第二枚骰

子是偶数，则采用择黄金矿工游戏方法；如果第一

枚骰子是偶数，第二枚骰子是奇数，则采用测试

方法。

在实验局临近结束时，我们还需要测量被试的

风险态度、确定“决定者”、被试完成30道问卷题。

为了测量被试的风险态度，我们安排了5道选择题，

每道题目都包含两个选项，若被试选择选项1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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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获得2元，若选择选项2就以50％的概率获

得0元，50％的概率获得3．6元、4元、4．6元、5．3元、6

元。为了激励被试填写真正的偏好，计算机随机抽

取一道，而被试在该道题中的选择会为他带来第三

部分的收人。完成风险测试后，计算机后台会随机

抽取一位被试的ID号，并且该被试成为本实验局的

税率“决定者”。随后，被试的计算机屏幕显示结果

信息：被抽到的实验部分、随机抽到的决定税前收

入的方法、决定税后收入的税率、被试在实验中总

收入。最后，被试需要完成30道有关被试背景特征

方面的问卷，比如：性别、专业、户籍、是否独生子女

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等。

四、数据分析

我们分3个部分进行数据分析：第一部分为被

试作为“社会计划者”时的再分配和公平偏好，第二

部分是被试在“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再分配决策，第

三部分是被试在知道自己各种税前收入排名后，即

在确定性情况下的再分配决策。对于每个部分，利

用12个实验局的数据，我们进行多元回归计量检

验，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其中，因变量为每个被

试在实验中的税率选择数据，而自变量包括：税收

成本、税收的效率损失、税前收入分配方法虚拟变

量、性别虚拟变量、户籍虚拟变量、风险偏好等变

量。由于在实验中被试的税率选择范围为0到

100％，可是，若对选择范围不做限制，被试有可能

会选择负的或大于100％的税率，因此，本文采用

Tobit回归模型，对选择0与100％的数据分别进行

了左删截与右删截。

本实验的6个实验设置12个实验局中，每个实

验局由3个部分组成，为了检验顺序效应的影响，其

中6个实验局(1，3，5，7，9，1 1)先进行社会计划者

再分配实验，再进行“无知之幕”背后的再分配，而

另外6个实验局(2，4，6，8，10，12)正相反，先进行

“无知之幕”背后的再分配实验，再进行社会计划者

再分配。采用秩和检验，我们发现：在两种实验顺

序设计中，社会计划者被试的税率选择并没有显著

差异(z一0．440)，“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

择也没有显著差异(z=0．403)。另外，为了检验实验

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采用秩和检验，研究发现：在税

率选择方面，MBA被试(实验局2和4)与本科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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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实验局1和3)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z=0．203)。

基于此，在后文中，我们把不同实验顺序、不同类型

被试数据放在一起分析。

(一)社会计划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

作为社会计划者，他所选择的再分配税率，一

方面影响的是其他被试的收入分布，另一方面，由

于税收成本的存在，选择税率越高，社会计划者的

收入就越低。因此，一个自利社会计划者的最优选

择是0税率。可是，实验数据显示：在12个实验局

中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税率均值为34．07％，其中，

88％的被试选择了正税率，29％的被试选择了至少

50％的税率，甚至有4．9％的被试希望再分配后的收

入分布绝对平等，选择维持初始分布的被试占

11．75％。实验数据清晰的显示出社会计划者的再

分配行为中存在公平偏好，即使在税收成本大于0

的条件下，依然有86．83％的被试选择正税率，我们

的实验数据显示：在3个税收成本(0，1，2)条件下，

分别有91％、86．7％与86．9％的被试选择了正税率。

这说明作为社会计划者的被试在再分配决策中受

到公平偏好的影响。

那么社会计划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是否

不受税收成本的影响呢?我们发现被试在有成本的

情况下选择的税率显著小于无成本的情况，在税收

成本为0、1与2元的实验条件下，被试选择的税率

均值分别为43．07％、32．89％、26．25％。Mann—Whit．

ney检验表明：与税收成本为0时的被试税率均值相

比，在税收成本为1与2元时被试所选择的税率均

值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下降了10．1％(Z=4．141)与

16．75％(z=7．437)。在税收成本为1与2元时，分别

有2．41％与1．19％的被试选择了100％的税率，这意

味着他们宁愿自己损失40元或20元也要维护社会

收入分布的完全平等。平均而言，被试在存在税收

成本的实验条件下愿意付出6元或10元成本使收

入分配更加平等。这验证了Carpenter(2007)和

Gneezy等人(2010)的研究结论：实施公平行为的代

价会影响人们供给公平行为的水平，同时，验证了

本文的假设2。

对丁社会计划者，税收的效率损失是否会影响

他们的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呢?通过比较效

率损失实验设置，我们发现：在没有税收效率损失

(e=0)与存在25％的效率损失(e=25％)两种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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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的税率选择均值分别为39．14％与29．05％。

Mann—Whitney检验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1％水

平上显著(Z=5．055)。这说明被试的再分配偏好与

效率损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与Andreoni和

Miller(2002)、Charness和Rabin(2002)、Hao Hong等

人(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这验证了Andreoni和

Miller(2002)、Charness和Rabin(2002)、杨晓兰和周

业安(2013)与本文的假设2。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身份特征，如性别、

种族、年龄等也会影响再分配行为。考虑性别因

素，在社会计划者实验设置下，女性被试所选择的

税率均值为36_3l％，而男性被试的税率均值为

31．75％。Mann—Whitney检验表明：在1％水平上存

在显著差异(z=3．800)。这表明性别对于税率选择

存在影响，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偏向于平均分配。

进一步分析不同税收成本以及效率损失条件下性

别差异对于再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税

收成本和效率损失时，女性和男性的税率选择均下

降，但女性平均税率比男性高。这意味着当面对效

率与公平权衡时，社会计划者的再分配与公平偏好

具有性别差异。考虑户籍因素(来自农村还是城

市)，我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农村的被试所选择的税

率均值为35．28％，而城市被试的税率均值为

32．52％。Mann—Whitney检验表明：在10％水平上存

在显著差异(z=1．804)。这表明户籍对于被试的税

率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我们还发现被试是否为

独生子女对于税率的选择也会有影响。非独生子

女的平均税率选择为55．49％，独生子女的平均税率

选择为32．95％，Mann—Whitney检验结果也显著(z=

5．069)。该研究结论拓展了Cameron和Erkal等人

(2013)有关独生子女社会偏好的研究。这些研究

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设4。

社会计划者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是否受

到决定税前收入的因素影响呢?实验数据表明，随

机法、出生地法、测试法、游戏法4种方法下，被试

的平均税率选择分别是43．82％、42．59％、22．83％、

27．05％，可以看到，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平均税率

选择相差不大，但和测试法、游戏法具有显著差

异。测试法下，被试平均税率选择比随机法下下降

了47．90％，游戏法下平均税率选择比随机法下降了

38．27％。Wilcoxon配对检验也证明了这一差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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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税率选择无显著差异(z=

0．753，p=O．4517)，而随机法与测试法(z=10．603，p=

0．0000)，随机法与游戏法(z=8．770，p=O．0000)，出生

地法与测试法(z=lO．619，p=O．0000)，出生地法与游

戏法(z=8．377，p=O．0000)之间的差异显著，被试在

随机和出生地法下的税率选择显著高于在测试和

游戏法情况下。被试在测试法下的税率选择显著

低于游戏法下的税率选择(z=一4．388，p=O．0000)。

这说明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的再

分配倾向，当税前收入由人们可以控制的因素决定

(测试或游戏)，在这种“挣得收入”不平等情景下，

被试具有更高的再分配倾向。这验证了本文的假

设l。

为进一步检验税收的效率损失、税收成本、决

定税前收入方法及其他因素对于社会计划者再分

配偏好的影响，我们对社会计划者的税率决策数据

进行Tobit回归，其中因变量为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

择，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对税收成本和效

率损失两个变量进行回归，两个变量的系数都为

负且显著(P<0．001)。增加一单位的税收成本使

选择的税率减少9．48％，而增加l％效率损失使税

率减少0．456％。模型2中增加税前收入的决定

方式，但关于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的结果依然与

模型1类似。决定税前收入方法中，游戏和测试

具有负效应且均显著(P<0．001)。测试的负边际

效应为23．6％，游戏的负边际效应为18．9％，这与

我们前文的分析一致，被试在游戏法和测试法决

定收入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低税率，在测试中选

择的平均税率最低。这个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

设l。模型3～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了一些表示被试个体特征的变量。模型3加入了

性别(虚拟变量，女性取值0，男性取值1)，城市

(虚拟变量，来自农村取0，来自城市取1)，独生

子女(虚拟变量，非独生子女取0，独生子女取

1)，家庭当前收入情况(取值1到4，“l”表示拮

据，“4”表示非常宽裕)4个变量。我们发现性别

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对税率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

响，性别在0．1％水平上显著，独生子女在1％水平

上显著。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女性税率选择比男

性多选6．75％，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也具有负效

应，非独生子女的再分配行为中更具公平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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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4加入了收入(被试户籍所在地的平均收入水

平，取对数)和风险态度(0～5，0表示风险偏好型，5

表示风险厌恶型)两个变量。收入变量在5％的水

平上显著，具有负效应，负边际效应为12．1％，表明

存在收入越低越倾向于平均分配。比较有意思的

是：被试风险态度在l％的水平上显著，具有正效

应，表明越厌恶风险的人越倾向于平均分配。这个

研究结论说明：即使社会计划者的收入并不受税率

选择的影响，但是其所进行的税率选择还是会影响

其他被试收入在结果上的公平性，而被试的风险态

度会影响他们的公平偏好。这与Ferrer—i—Carbonell

(2010)与周业安、左聪颖和陈叶烽(2012)有关风险

厌恶与社会偏好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模型5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倾向(1～7，1

表示非常自由主义，7表示非常保守)和经济学课程

(被试选修过的经济学课程数目)两个变量。政治

倾向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边际效应

为2．84％，越保守的人再分配倾向越高。经济学课

表3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择Tobit回归(所有方法)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0．0948⋯ 一O．0943⋯ 一O．0960⋯ -00939⋯ -0．0913⋯ 一O．0925⋯
税收成本

f一8．141 f一8．761 (一8．91) f一8．721 f一8．481 (一8．6I)

一0．456⋯ 一0．453⋯ —0．442⋯ —0．450⋯ —0．458⋯ 一O．447⋯

效率损失
(-6．12) f一6．571 (一6．091 f一6．571 f一6．631 f一6．231

一0．189” 一O，189⋯ 一0．189⋯ 一0．189⋯ —0．189⋯
游戏

(一7T35) f一7．44、 《一7．37) f一7．361 (一7，471

一0．236‘“ 一0．236⋯ 一D．236⋯ 一0．236’。’ —0．236⋯
测试

(一9 35) f一9401 (一9 36) f一9．391 (一9，45)

一O．0197 -0．0195 一O，0198 —0．0197 一0．0197
居住地

f-0．73) (一0．73) f一0．741 (一0．73) (一0．74)

一O．0675⋯ —0．0621⋯
性别

f一3．901 f一3．421

-0．0272 -0．0224
城市

(一1．43) (一1 17)

一0．0467‘‘ 一0．0516”
独生子女

(一2．62) f一2．871

家庭当前 -0．0188 一O．0165

收入状况 (一1．23) (一1．06)

一0．121‘ 一0．101．
收2'．(109)

f一2．53、 (一1．97)

00118” 000860’
风险态度

f2．831 (I．99)

0．0284一 0．0246‘
政治倾向

(2．73) f2．361

-0．00124 -0．00280
经济学课程

(一0．49) (一1 10)

0．481．” 0．592‘‘+ 0．712⋯ 1．852⋯ 0．405⋯ 1．605“
常数项

(23．15， (21．60) (13．901 (3．63) f5．561 (2．851

观察数 1004 1004 1004 l004 1004 l004

未删截数 837 837 837 837 837 837

左删裁数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右删截数 49 49 49 49 49 49

对数似然 -347．732 —280．560 —270．049 —274．465 -278．115 —263．409

拟R2 0．129 0．297 0，323 0．312 0．303 0．340

注：括号内为t值，+p<O．05、”p<O．01、“+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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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选修数目具有负效应，但结果不显著。模型6的

回归中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回归结果与前几个模型

类似。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社会计划者再分配实

验中，存在税收成本、效率损失以及税前收入取决

于个人能力、被试来自收入较高地区时，被试选择

的再分配倾向较低。而非独生子女、女性、厌恶风

险或者保守的被试更倾向与再分配。这些结论与

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陈宗胜、李清彬

(2011)，潘春阳、何立新(2012)等人的结论一致。

(二)“无知之幕”条件下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

偏好

相对于社会计划者，在“无知之幕”条件下，被

试在不知道自己的税前收入排名情况下，针对4种

方法决定的税前收入分布，分别选择一个既影响自

己也影响其他被试税后收入的再分配税率。该再

分配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平偏好与社会计划者

有什么不同呢?

“无知之幕”下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为

32．55％，比社会计划者的34．07％低，对两部分税率

选择进行Wilcoxon配对检验，发现两者具有显著差

异(Z----一2．383，p=0．0172)。在成本为0、1、2元时，

“无知之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分别为41．96％、

30．24％、25．42％，效率损失为0和25％，平均税率选

择为37．16％、27．98％。可以看到，存在税收成本和

效率损失情况下，被试在“无知之幕”条件下和作为

社会计划者条件下的税率选择相似，税收成本和效

率损失都会降低被试的税率选择。不过，被试“无

知之幕”条件下税率选择在每一种税收成本和效率

损失情况下都比社会计划者低，对“无知之幕”条件

下数据的Tobit回归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表4中模

型l考虑了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和社会计

划者一样，两个变量都存在显著的负效应(P<

0．001)，且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的边际负效应都比

社会计划者大。这些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理论

假设3。

在“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行为也表

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被试所选择的税率比

男性高，女性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为35．45％，男性所

选择的平均税率为29．53％，但不论是女性还是男

性，选择平均税率都比社会计划者低。这与表4中

—．74——

模型3的结果相一致。另外，农村被试所选择的税

率比城市被试高。

在4种不同税前收入决定方式下，被试的税率选

择也和社会计划者相似。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所选

择的平均税率比测试法和游戏法中的高。Wilcoxon

两两配对检验也显示4种收入决定方式下的税率选

择具有显著差异。表4中模型2对税前的收入决定

方式进行了Tobit回归，游戏法、测试法、居住地法

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被试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

下所选择的税率比社会计划者低，而在测试法和游

戏法中所选择的平均税率比社会计划者高，在4种

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对“无知之幕”和社会计划者

的税率选择进行Wilcoxon配对检验，发现在随机法

和出生地法下，前者的税率选择显著低于后者(随

机法z=一2．256，P=0．0241，出生地法：Z----一5．149，P=

0．0000)，在测试法下显著高于社会计划者(z=2．745，

表4“无知之幕”背后的利益相关者

税率选择Tobit回归(所有方法)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去除随机法)

-0．0955⋯ -0．0953⋯ —0103⋯ 一0．0925⋯
税收成本

(7．74) (一8．011 (一8．96) f一9．00)

一0．00461⋯ 一0．00461⋯ 一0．00425⋯ —0．00407⋯
效率损失

(一5．88) (-6．07) f一5．631 (一6．08)

-0．155⋯ 一0．154⋯ —0．0198
游戏

(-6．00) f一6．011 (一0．90)

一0．182⋯ —0．182⋯ -0．0346
测试

f-7．121 f-7．13l f_1．581

-0．107⋯ 一0．107⋯
居住地

(一3．57) f一3．711

一0．0643‘’ —0．0133
性别

f一3．301 (一0．71)
0．00179 一0．0195

城市
r0．08、 (一1．08)

O．00918 0．0202
独生子女

(0．48) (1．16)

家庭当前 一0．0607⋯ —0．0527⋯

收入状况 f一3．651 f一3．531

一0．283⋯ —0．08IO
收入

f一4．951 (一1．62)

0．0137“ 0．0138”
风险态度

f2．961 (3．21)

0．0308’ O．0428”
政治倾向

f2．08) (3．15l

0．00450 O．00686“
经济学课程

(1．56) f2．971

0．0991．”
期望排名

(768)

期望排名 O．00736

×自信水平 (1．：33)

O．461⋯ 0．572⋯ 3．531．” 0．746
常数项

(21．86) (20．88) f5．571 (1．32)

观察数 l004 1004 1004 753

未删截数 810 810 8lO 602

左删截数 143 143 14-3 124

右删截数 5l 5l 5l 27

对数似然 —401．0702 —374．34705 —334．82675 —81．210038

拟R2 0．106 O．166 0．254． 0．733

注：括号内为t值，+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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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61)。这些研究结论，一方面验证了本文的理

论假设1与3，另一方面说明“无知之幕”、社会计划

者两种决策者角色与初次收入获取方式在被试的再

分配行为决策中存在交互作用。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和

社会计划者在再分配行为上的差异呢?如上文所

述，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税率并不影响自己的收

人，而“无知之幕”条件下的被试所选择的税率会直

接影响自己的税后收入，因此，两种不同身份的被

试再分配行为差异会不会来自自利偏好。通过比

较两种身份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择，我们发现：即

使两种身份被试税率选择的分布非常相似，不过，

相对于社会计划者条件下，被试在“无知之幕”背后

的税率选择存在明显的自利倾向(见图1)。

图1表示的是“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在各自税

前收入期望排名下的税率选择分布。横坐标表示

被试有关自己税前收入的期望排名，其中，取值

1，表示预期自己的税前收入排名第1～2名，取值 莹

2，表示预期排名第3～5名，其他取值的预期排名 。

依次类推，纵坐标表示不同税率水平的百分比。 ：

图中气泡的大小表示特定期望排名下选择特定 享禽

税率水平的被试比例，其中，气泡越大表示被试高昌

比例越大。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税前收晕’

人的期望排名越靠前，选择低税率的被试比例就 ：

越高；相反，有关税前收入的期望排名越靠后，选 一。

择高税率的被试比例就越高。尤为明显的是，当 。

被试预期自己税前收人排名为l～2名时，大部分

选择了0税率，而预期自己排名在最后18—20名

的被试，则大多选择90％、100％的高税率。这说

明，相对于社会计划者，在再分配行为方面，处在 鬲

“无知之幕”之后且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被试存在

明显的自利偏好。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本
’

文综合考虑期望排名和自信水平，我们发现：给 誊．

定期望排名靠前的被试，自信水平与所选择税率 妻

水平负相关，而给定期望排名靠后的被试，自信妄。

水平与所选择税率水平正相关。另外，在表2模

型4中剔除了随机法，加入期望排名变量以及期 2

望排名和自信水平的交互项。从结果可以看到，

期望排名靠后一个等级(如从l一2名到3～5名)， 。

选择的税率增加9．91％。这些结论进一步验证了

自利偏好对于再分配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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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比较一下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被试在“无

知之幕”情境下与确定性条件下所选择的税率(见

图2)，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

税率选择，“无知之幕”情境下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

率更低。

这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如果被试是自利的而且

对自己的预期排名正确的话，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无知之幕”情境)，为了规避风险，被试所选择的

平均税率应该比确定性情况下高。为了对此做出

解释，通过比较被试的期望排名和真实排名数据，

我们发现：被试在“无知之幕”情境下存在过度自信

问题。在出生地、测试、游戏3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

下被试真实排名均值4．30，期望排名均值3．17，

Mann—Whitney检验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z=一11．375)。预期排名比真实排名高出了一个等级

多。这与心理学文献有关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1 2 3 4 5 6 7
期望排名

图1税前收入期望排名与税率选择分布

辛f会计划青 无知之幕r 确定性．条-fl：F

图2不同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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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时总是表现出过度自信倾向的研究结论是一

致的。于是，相对于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税率选

择，“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选择更低的税率就不奇

怪了。因为“无知之幕”条件下被试总是高估自己

的排名，而通过降低再分配税率是符合被试自利偏

好的。

(三)在确定性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再分配行为

中的公平偏好

在实验的第三部分，在选择再分配税率前，被

试已经知道自己在不同决定方法下的税前收入排

名，并且被试所选择的税率直接影响自己与其他被

试的税后收入。在这个条件下，经济自利理性的被

试应该选择一个再分配税率以使得自己的税后收

入最大化，并且该税率与再分配效率损失、税前收

入的决定方法没有关系。相对于社会计划者与“无

知之幕”条件下的被试，确定性条件下的被试在再

分配行为中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偏好特征呢?是否

还存在公平偏好呢?

实验数据显示，被试在确定性条件下所选择的

税率显著高于实验第一与第二部分，并且和实验

的前两部分一样，税收成本和效率损失对于确定

性条件下被试所选择的税率依然具有显著的影

响，Mann—Whitney检验结果均显著。这与被试为

社会计划者、“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的

再分配行为偏好是一致的。这些研究结论说明，

本文的理论假设2在不同决策者角色中都是成立

的。另外，在确定性条件下，有25％的被试选择0％

税率，20．12％的被试选择100％税率，而在社会计

划者条件下选择O％税率有11．75％，选择100％税

率的有4．88％，“无知之幕”下选择0％税率有

14．25％，选择100％税率的有5．08％。可见，被试在

知道自己税前收入排名后选择的0％税率和100％

税率人数比起第一、第二部分显著增加，表明在第

三部分被试再分配行为中具有更明显的自利偏

好。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3。不过，这些被试

的再分配行为并不是完全自利的。如图3a所示，

在确定排名后，虽然税前收入排名在前的被试比

排名在后的被试选择更低的税率，但是排名在前

两位的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并不是0，而是

4．2％，排在最后两位的被试所选择的平均税率不

是100％，而是74％。这说明在税前收入排名确定

一76一

后，利益相关者的再分配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自利

偏好，不过，他们所选择的税率体现出一定程度的

公平偏好。

既然在确定性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再分配行

为中表现出社会偏好，那么该偏好是如何影响被试

的再分配倾向的呢?我们以被试在社会计划者情

境下所做的税率选择为基准，检验在第三部分社会

偏好对于他们税率选择的影响。每种税前收入选

择方法下，我们把在第一部分选择低于中值的被试

标记为“社会计划者低税率”，在第一部分选择税率

高于中值的标记为“社会计划者高税率”，再根据第

三部分的正式排名和税率选择画出图3b。从图中

可以看出，在第一部分选择高税率的被试在第二三部

分依然选择高税率。这可以说明在第三部分，社会

偏好依然在起作用。

为了深入分析确定性条件下的利益相关者再

分配行为动机，我们运用Kohler(2003)差异厌恶社

会福利最人化模型(13、s、I模型)竹、f了该条什下被

8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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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不同期望排名与自信水平的税率选择

图3b社会计划者在第三部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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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效用函数。该模型假设被试i的效用来自于社

会公平、个人收益与社会福利，模型如下：

K(y1，y2，⋯⋯，y。)=(1一ri)yi+ri(Yl+Yz+⋯⋯+y。)

一鲁蒌max(Yj-Yi,0)一鲁>⋯]max(yi-yj,0)⋯
该模型综合了差异厌恶模型和福利最大化模

型，第一项表示i自己的期望收益，第二项表示社会

总收入，第三项是别人比自己多的收入，即劣势不

平等，第四项是自己比别人多的收入，即优势不平

等。rl表示参与人对社会福利的关心程度，O<ri<1。

∞，口。表示对差异的厌恶程度，其中卢。≤d。，0≤卢。≤1，

意味着参与者对劣势不平等更加厌恶。

为了得到被试的公平偏好，我们采用McFad．

den的条件logit模型，被试的效用函数采用DASM

模型，即：

Uit。Vi|+￡n5fllYi,+82EYlf

邯3∑max(yj—Y，，o)+p4∑max(y。一"，o)+h
一7

t∈{0，0．1，⋯⋯，1}

那么，被试选择特定税率的概率为：

P，，=P(f，=f)=P‰／yP坼‘ (3)

对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税率选择进行

条件logit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中的系数表示等式(3)中的系数，即卢。、p：、

B、肪的值。第一列采用4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下

的所有数据，第二列采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两种方

法下的数据，即收入由不可控因素决定的情况，第

三列采用测试法和游戏法两种方法下的数据，即收

入靠个人努力取得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4个

系数均在0．1％的水平上显著(随机法一出生地法下

的总收益系数除外)，而且，3列系数数值相差不

大。其中被试自己期望收入的系数数值最大，总收

益的系数为正，表明被试关注整体福利最大化，对

所有方法 随机法一出生地法 测试法一游戏法

O．1154⋯ 0．1450⋯ 0．1350⋯
自己期望收益

(0．01059) (0．01728) f0．01683)

0．0125‘“ O．0076” 0．0149’。‘
总收益

(0．00189) (o．00267) (0．000279)

一0．0103‘‘‘ -0．0124⋯ 一0．01 19⋯
劣势不平等

(0．00079) (0．00122) (0．00123)

O．0065⋯ 0．0055⋯ 0．0079⋯
优势不平等

(0．00055) (0．0009I) fo．00088)

观察数 11044 5522 552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O．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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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差异厌恶，被试表现出对于劣势不平等的厌恶，

但对于优势不平等则没有厌恶。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被试在劣势中更能感受到不公平。

(四)再分配决策的进一步比较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决策者类型在不同效率

损失与不同收入决定方法中的再分配决策，请见图

4a与4b，其中图4a反映的是不同成本条件与收入

决定方法下的再分配决策，图4b反映的是不同效率

损失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再分配决策。

我们把由随机与出生地两种方法决定的税前

收入称为运气收人，而由测试与游戏决定的税前收

人称为挣得收人。图4a显示，无论是在哪个成本条

件下，也无论是哪种决策者类型，被试对于运气收

入的再分配偏好都要高于挣得收入时的再分配决

策。这意味着，大量有关禀赋为“意外之财”或“挣

得收入”的公平偏好实验结论在再分配实验情景中

也是成立的。这与本文理论假设1预测的一致。通

过比较不同成本水平中税率选择变化，我们可以发

现，随之成本的提高公平偏好的下降率是下降的。

e---'O f1 e=2 e=0 c-1 c_2 e=O e=l e=2

社会讣划肯 无知之幕F 确定性条件F

厘萤至亟]鱼亘囫囚
图4a不同成本条件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税率选择

}}会计划翥无知之幕F确定性条干1 F}{会计划肯无知之幕F确定性条什p

0效率损失 25％烛率损失

l!兰：!坚垒!!!!堡堡坚垒』
图41)不同效率损失与收入决定方法下的税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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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再分配的公平需求满足标准的需求法

则。虽然在对成本的设计上与Hao Hong等人

(2015)不一致，但是基本结论还是一致的，并且我

们研究发现，相对于运气收入，在挣得收入条件下，

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对于成本的敏感性要弱一些。

图4b显示，无论是在哪个效率损失条件下，也无论

是哪种决策者类型，被试对于运气收入的再分配偏

好都要高于挣得收入时的再分配决策，并且在存在

效率损失时，被试的再分配偏好会下降。这个研究

结论意味着，大量有关公平与效率权衡的收入分配

实验研究结论在不同决策者类型以及不同的收入

决定方法下也是成立的。图4b还显示，相对于运气

收入，在挣得收入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偏好对于

效率损失的敏感性要弱一些，尤其是在决策者类型

为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下的利益相关者。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1949年后

经历了国有化改造、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

开放等独特历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

国年轻一代的再分配决策会是怎么样的呢?为此，

我们借助于Durante、Putterman和Joel(2014)、Farina

等(2015)的研究，简要比较了美国、欧洲与中国被

试的再分配偏好(图5)。

图5显示。在收入由运气(随机与出生地)决定

时，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达到了65．4％，这显著高

于美国与欧洲的再分配偏好水平。可是，当初始收

入是挣得时，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与美国、欧洲

并没有显著差异，甚至略低于美国。这个研究发现

说明，中国被试并不是简单的“仇富”，而是难以接

受按照身份、运气等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来决定收

入差距。如果把图5中的运气收入与挣得收入合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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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
：固 欧洲

挣得收，

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比美国、

欧洲高。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4。对此的可能

解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

于年轻公民的公平观是有影响的，另外，也可能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观点有关。

五、总结

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以MBA与本科生为

被试，主要研究了有关中国被试再分配行为决定因

素的3个问题：相对于经济自利因素、公平因素在中

国被试再分配行为选择中是否发挥作用?再分配

行为选择中的公平偏好是否受税前收入获得方式

(运气或挣得)的影响?为获取公平而付出的成本

或效率损失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再分配行为决策?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在本文的实验设计中，根据实

验变量(成本与效率损失)的不同取值，共安排了6

个实验局。在每局实验中，为了模拟中国现实的收

入分布现状，我们以当前社会实际收入分布为实验

的税前收入分布，每位被试以3种不同决策者角色，

针对4种不同方法所决定的税前收入，共选择12个

再分配税率。

根据被试所选择的再分配税率数据，我们发

现，经济自利因素是人们再分配偏好的重要动机。

“无知之幕”情境下，期望排名靠前的被试选择税率

低，期望排名靠后的被试选择税率高；确定性条件

下排名在前的被试选择的税率很低，而排名靠后的

被试选择的税率很高，而且被试在确定性条件下的

自利水平最高。不过，自利并不是决定再分配行为

的唯一因素。因为假如被试是完全经济自利的，那

么作为“社会计划者”的被试在存在税收成本的实

验条件下就不会选择正的再分配税率，可是，实验

结果显示即使存在税收成本，大部分人依然选择正

的税率。另外，比较“社会计划者”部分的税率选择

和确定性条件下的税率选择，发现“社会计划者”部

分选择较高税率的被试在确定性条件下依然选择

较高税率，这说明确定性条件下作为利益相关者的

被试在再分配决策中具有公平偏好。因此，实验数

据说明，除了自利因素外，扮演3种不同类型的决策

者，被试的再分配行为都受到公平偏好的影响。通

过比较实验3个部分的平均税率，我们发现，总体

上，不同决策者类型的再分配水平存在差异，其中，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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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所选择的税率最高，其次是社会计划

者，选择税率最低的是“无知之幕”条件下的利益相

关者。为了进一步检验被试在分配行为中的公平

偏好，我们以实验第三部分的数据为基础，采用

Kohler(2003)的DASM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

被试，若自己处于劣势不平等时，被试的行为出现

显著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倾向。在“无知之幕”实验

设置中，研究结果表明：被试越风险规避，选择的税

率越高。该结论说明被试的再分配行为中有自利

与公平偏好，还存在风险规避的动机。

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再分配行为中的公

平偏好受到税前收入获取方式的影响。在文献综

述部分提到过，许多学者认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

否可控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公平的感知，即税前收入

是因为不可控的“运气”，还是可控的“挣得”会影响

人们的公平观(Carlsson，He，H．and Martinsson，

2013；Alesina and Angeletos，2005)。本文实验中设

置了4种税前收入决定方法，其中随机法和出生地

法表示不可控的“运气”或身份，而测试法和游戏法

则是根据被试取得的成绩排名，相当于可控制的

“能力”或者“挣得”。综合三部分的税率选择，发现

被试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为

42．42％，而在测试法和游戏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为

31．15％。这说明被试再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偏好受

到税前收入获取方式的影响：若税前收入的不平等

是由于人们不可控的运气造成时，那么该不平等更

具不公平性，相反，若税前收入的不平等是由于人

们可控因素造成的，那么该不平等更具公平性。我

们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在哪个成本与效率损失条件

下，也无论是哪种决策者类型，被试对于运气收入

的再分配偏好都要高于挣得收入时的再分配决

策。这个研究结论与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

Carlsson、He、H．和Martinsson(2013)在自然现场实

验情景中有关禀赋为自得还是挣得时的研究结论

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该研究结论具有外部有效

性。通过比较“无知之幕”和社会计划者的税率选

择，我们发现，“无知之幕”决策者具有过度自信与

自利偏好，这使得在随机法和出生地法下，前者的

税率选择显著低于后者，而在挣得收入条件下显著

高于社会计划者。在再分配决策的国际比较方面，

我们发现，在收入由运气(随机与出生地)决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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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达到了65．4％，这显著高于

美国与欧洲的再分配偏好水平。可是，当初始收入

是挣得时，中国被试的再分配水平与美国、欧洲并

没有显著差异，甚至略低于美国。

在有关公平与效率、成本之间的权衡与再分配

决策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被试的公平需求也满

足需求法则，并且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

关系。不论是在“社会计划者”情境下，还是“无知

之幕”和确定性条件下，被试的平均税率选择，都存

在税收成本越高，平均税率越低，效率损失越大，平

均税率越低的特点。通过比较不同成本水平中税

率选择变化，我们发现，随之成本的提高公平偏好

的下降率是下降的。这意味着再分配的公平需求

满足标准的需求法则。这与Hao Hong等人(2015)

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不过，实验研究显示：相对

于运气收入，在挣得收入条件下，被试的再分配偏

好对于效率损失以及成本变化的敏感性要弱一些，

尤其是当决策者类型为社会计划者与“无知之幕”

下的利益相关者时。根据确定性条件下利益相关

者的决策数据，我们所估计的差异厌恶社会福利最

大化模型也说明被试再分配决策中存在着公平与

效率的权衡现象。

除此之外，被试的个人背景因素也他们的公平

偏好与再分配行为选择。实验数据显示，来自农

村、非独生的被试再分配偏好比来自城市、独生的

被试高，政治倾向越保守的人再分配倾向越高。不

过，与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不一致的是，他们研

究发现禀赋获取方式公平分配决策中在男女性别

上没有差异，可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不平等收入的

获取方式对于再分配税率选择的影响大部分来源

于男性，综合三部分数据，男性在随机法和出生地

法下的平均税率选择比在测试法和游戏法下高出

47．73％，而女性仅高出27．25％。这个研究结论上的

差异可能是来自自然实地实验与实验室实验方法

上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检验。

本文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结果，对于搭建宏微观

之间的联系、为宏观规律寻找微观基础是一个较好

的突破口，弄明白一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人们的再分

配倾向的因素对于政策设计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不过，由于本实验室实验的被试主要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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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发达省份，经济较为开放且政治倾向较为自由

(Pan and xu，2015)，因此，存在低估被试再分配倾

向的可能性。另外，根据Levitt和List(2007)的研

究，他们认为，实验室实验在被试的选择、实验背

景、选择集合、时间约束等等方面受到限制，这会高

估被试的公平偏好。我们认为本文还需要通过自

然田野实验研究来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

效性。

(作者单位：汪良军，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

院；童波，中共桐庐县委党校；责任编辑：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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